
字军侵占时，法蒂玛王朝统治者为避免城市落入十字军之手而主动焚毁，之后逐渐变成开罗的

垃圾场〔1〕。1912年，开罗阿拉伯艺术博物馆（Muséedel’artarabeduCaire）对福斯塔特遗址

进行了考古发掘〔2〕。日本小山富士夫、三上次男等学者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这次发掘出土

的资料进行两次拣选，从六七十万片陶瓷残品中拣选出约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代跨度从唐

至清代，其中就包括唐代“华北白釉器”〔3〕。秦大树对这批标本进行重新拣选，剔除一些被误

认的伊拉克等地产品，确定数量为一万片〔4〕。其后，埃及文物局（EgyptianAntiquity

Organization）、埃及美国研究中心（AmericanResearchCenterinEgypt）、日本早稻田大学、法

国国家科研中心（Centrenationaldelarecherchescientifique）等机构又对遗址进行多次发掘，

出土了不少中国陶瓷器〔5〕。马文宽等认为福斯塔特早期地层中与越窑青瓷及八至九世纪的

伊斯兰陶器共存的白瓷绝大部分为定窑产品〔6〕。根据秦大树的研究，除一件可早至晚唐时期

的侈口玉璧足碗为晚唐河南窑场（巩义窑）的产品外，其余白瓷器没有早到九世纪的产品，五代

的白瓷产品包括唇口碗、海棠形杯、方盘等，产品的来源包括邢窑、定窑等〔7〕。从早稻田大学

发掘报告书刊布的白瓷出土情况看，发掘者认为仅十六片属于唐末五代定窑唇口碗残片〔8〕，

从器物线图来看，这些定窑白瓷均晚至十世纪中叶前后的五代末至北宋初，且不排除一些属于

南方白瓷。

图一四 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中国白瓷

1995年以后，日本中近东文化

中心与埃及政府古物部对福斯塔

特历年来发掘出土的总数超过百

万件的遗物进行编目，据弓场纪知

统计，晚唐五代时期中国陶瓷有四

十片，包括邢窑白瓷、越窑青瓷、长

沙窑瓷器和巩义窑白釉绿彩陶

器〔9〕。根据弓场纪知刊布的白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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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部，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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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大树：《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 1期；弓场纪知：《埃及福斯塔特遗迹出土的

晚唐至宋代白瓷》，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图一五 肯尼亚曼达遗址出土

五代白瓷碗

照片（图一四），中间两件是定窑五代后期的产品，而最后

两件时代似已晚至北宋前期。

2.肯尼亚 有曼达（Manda）遗址。

曼达遗址 位于肯尼亚北部海岸拉穆群岛的曼达岛

上。1965- 1978年，英 国 考 古 学 家 奇 蒂 克 （Neville

Chittick）在这里进行了数次大规模发掘，发现中国陶瓷

器、伊斯兰陶器和宝石等。出土的中国陶瓷大部分属于曼

达遗址分期的第一期（九世纪中期至十一世纪早期），包括

九世纪初出现的广东产青瓷大罐、长沙窑彩绘瓷，以及最

早出现在 850年以后的越窑青瓷、850-950年之间的精细类南方白瓷以及发掘者认为胎质比

南方白瓷粗且出现时间稍早于前者的白瓷唇口碗〔1〕。2006-2011年，秦大树等两次对肯尼亚

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调研，在蒙巴萨耶稣堡（FortJesus）发现四件曼达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

其中一件白瓷碗被认定为十世纪前期的繁昌窑产品（图一五）〔2〕。相同造型的器物出土于定

窑遗址北镇区五代后期的地层中，高美京认为亦有可能为早期定窑的白瓷产品〔3〕。可以肯定

的是，这件器物的时代应为十世纪中叶的五代后期。

三 唐五代中国白瓷的输出问题

通过对海外发现唐五代白瓷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对这一时期白瓷的输出、流转和消费状况

进行探讨，从而更清楚的认识白瓷在唐五代输出陶瓷中的地位及特性。

（一）白瓷输出的形式

按照是否以商业贸易为目的，唐五代白瓷的输出包含贸易输出与非贸易输出两种形式。九

世纪以后，各地的白瓷主要是以贸易输出的形式与其他中国陶瓷一起运销到各地。在此之前，

日本和朝鲜半岛因为与唐王朝政治、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已经有一小部分的陶瓷产品输入，主

要的代表是早期的越窑青瓷、唐三彩和极少量的白瓷器等。这些陶瓷产品的输入主要与朝贡

使、留学生和求法僧人的活动有关，属于典型的非贸易输出。来唐的日本、百济、高丽人，以接受

赏赐和私下购买的方式获得珍贵的“唐物”，并带回国内。

日本在八世纪前半期开始有少量的唐三彩出现，出土地域有限，出土遗迹的性质限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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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寺院〔1〕。而整个八世纪包括白瓷在内的中国陶瓷数量十分有限，应是由遣唐使或学问僧

携归，奈良平城京左京三条四坊十一坪出土的白瓷辟雍砚即属此列。日本这种非贸易形式的唐

物输入，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奈良正仓院的收藏。这种遣唐使私下购买携入国内，进奉天皇或经

由官方组织再交换的“官商作用”，也直接带动了随后出现的鸿胪馆贸易〔2〕。九世纪以后，非

贸易输出日本的白瓷仍然存在。日本出土数量众多的白瓷唇口玉璧足碗及少量执壶，多发现在

寺院遗址中。长安城青龙寺、西明寺遗址发现大量晚唐时期的白瓷碗，其中唇口玉璧足碗占较

高比例，多与寺院饮茶有关〔3〕。白瓷茶器在寺院中的出现，应与中晚唐时期中国寺院流行的

饮茶风俗对日本寺院茶道的影响相关。日本茶道推行史上最重要的僧人空海曾于九世纪初先

后求学于西明寺、青龙寺，806年回国时带回石茶碾并种植茶园，永忠和尚则在西明寺生活三

十年，由他们所推动的饮茶风潮直接影响了以嵯峨天皇为代表的日本统治阶级的饮茶新风

尚〔4〕。唐代寺院遗址中常见的白瓷茶碗也随着这一风尚被日本遣唐使、学问僧一并带入日

本，并为贵族茶道所用。嵯峨天皇女侍惟良氏所作《和出云太守茶歌》提到的“巩县碗”（巩义窑

白瓷碗）即为一例〔5〕。

朝鲜半岛的情况与日本类似。隋至初唐时期，百济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朝贡关系，这种关

系一直持续到贞观二十年（646年），因百济攻打唐的盟友新罗而中断〔6〕。太宗时期，唐廷对百

济朝贡使多有赏赐〔7〕。初唐时期，白瓷在唐境仍属奢侈品之列〔8〕，又结合长乐公主墓辟雍砚

的出土例证，发现于扶苏山城的辟雍砚，可能即为太宗赏赐百济朝贡使之物。八世纪以后的新

罗时期，唐三彩等少量中国陶瓷陆续传入朝鲜半岛，也主要是依赖朝贡-赏赐体系，或者是数量

众多的遣唐使、留学生、求法僧人等在长安、洛阳或扬州进行高档奢侈品的采购〔9〕。同样，寺

院遗址出土较多白瓷唇口玉璧足碗及少量执壶等茶器，应为中晚唐以后的来唐求法僧人携归，

并对朝鲜半岛贵族、僧侣阶层的饮茶风尚产生了影响。

（二）输出白瓷的数量与来源

各地的发掘规模不同和资料刊布情况的限制使得唐五代白瓷的输出数量与规模很难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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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计量。不过，通过几处代表性遗址仍可观察到相对于越窑青瓷、长沙窑瓷器等其他输出中

国瓷器，白瓷始终不是一类输出数量很大的产品。例如，东亚地区的日本出土唐五代白瓷数量

仅占这一时期中国陶瓷总数的 13.42%，远低于越窑青瓷 81.72%的占比。东南亚地区的印度

尼西亚黑石号沉船，出水数量巨大的中国瓷器，显示了九世纪中期中国陶瓷输出印度洋地区的

规模与各类产品的比重，约三百件北方白瓷相较五万余件长沙窑瓷器和九百余件越窑及广东

产南方青瓷也仅占很少的数量。在印度洋贸易圈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曼泰遗址出土白瓷也仅占

到九至十世纪中国陶瓷器的 10%。这一时期输出陶瓷中某类产品的多寡与窑场本身的繁荣程

度并不直接相关，而是直接反映了启航港口所见陶瓷的结构与比重，此时中国陶瓷输出的启航

港主要位于东南沿海，产于北方的白瓷运输成本较高，本就相对少见于这些港口城市，这是造

成白瓷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中国陶瓷，尤其是南方地区窑场的产品较少的原因。

就白瓷本身的来源来看，最早通过非贸易形式输出东亚地区的白瓷，如七世纪前半初唐时

期进入百济、八世纪前半盛唐时期进入日本的白瓷辟雍砚，均是巩义窑产品。九世纪以后中国

陶瓷开始大规模输出，邢窑和巩义窑白瓷最先加入到贸易陶瓷组合中。时代集中于九世纪的泰

国林门波与郭各考、印度尼西亚黑石号沉船、伊拉克萨马拉遗址均见两类白瓷并存。尸拉夫的

发掘表明，巩义窑白瓷可能要比邢窑白瓷到达波斯湾的时间略早〔1〕。定窑白瓷的贸易输出则

开始于十世纪左右〔2〕。与定窑白瓷开始输出海外基本同时或稍晚，也有少量南方白瓷出现在

贸易输出产品中。至十世纪中期以后，即五代末期至北宋前期，随着南方白瓷在贸易输出产品

中的大量出现，以及越窑青瓷在贸易输出产品的数量构成上占据绝对优势〔3〕，北方白瓷在海

外市场中基本绝迹，中国陶瓷的输出进入了新的阶段。

（三）贸易白瓷的输出起点

九世纪以后，中国陶瓷输出形成规模，东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发现有这一时期中国

陶瓷的地点，均包含有数量不等的白瓷。白瓷作为输出商品加入到中国陶瓷贸易的组合中来，

同长沙窑、越窑等其他中国陶瓷集中装载，批量销往海外。

九世纪以后，最重要的白瓷输出港口是扬州港。扬州港发现数量众多的不同窑场产品，除

满足国内市场的消费需要，也有相当一部分对外输出。从晚唐开始海外发现的中国陶瓷器，有

相当大的比重是从扬州港运出〔4〕。但是这种输出与国内市场没有结构上的差别，即输出的产

品均为扬州城中可以见到的品类，并没有区分哪些产品是供应国内市场、哪些产品用于外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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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早期中国陶瓷输出的一个重要特点〔1〕。从晚唐时期开始，大量北方白瓷出现在扬州城的

市场中，除表明其是南方地区重要的商品中转中心外，还与其本身是重要的陶瓷输出港口有

关。黑石号沉船出水陶瓷是晚唐时期中国陶瓷贸易组合的典型代表，而其中邢窑白瓷、巩义窑

白瓷和青花瓷等北方地区产品均有同类产品在扬州城发现，这样完备的产品结构不见于其他

港口遗址，表明扬州作为白瓷输出启运港的突出地位。

扬州由于五代战乱造成的“江淮不通”而衰落〔2〕。而随着区域开发的进程加速、越窑的兴

盛及跨海路线的变更等原因，尤其是伴随越窑产品的大规模外销，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

为扬州附属港口的明州港在九世纪中叶迅速发展成为对外陶瓷贸易港口，并在吴越国时期成

为东南沿海的主要外销港口之一，而且具备了一个成熟港口城市的货物储备和商品中转的功

能，其产品销售至东亚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地区〔3〕。宁波城历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不

少晚唐五代白瓷，尤以唐末五代时期的定窑白瓷为多〔4〕。表明明州承继扬州作为白瓷贸易启

运港的重要地位，而定窑白瓷的较多发现，也与唐末五代时期输出白瓷产品结构由巩义窑、邢

窑向定窑的转变相一致。

晚唐五代时期另一个重要的陶瓷输出港口是广州，其主要面向的海外市场是东南亚，并间

接面向印度洋区域。《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录了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仅云集广州经商的

伊斯兰、犹太、基督教、祆教教徒就被屠十二万人，来中国通商的尸拉夫和阿曼商人也遭到迫

害，从尸拉夫到中国的航运就此中断〔5〕。广州作为陶瓷贸易港口，其主要输出的商品为广东

地区青瓷和长沙窑瓷器。周世荣认为广州的暴乱和外商的被屠是导致长沙窑衰落的主要原

因〔6〕。中唐以后，白瓷逐渐在南方地区大范围流行，而广州附近仅有零星出土。数量极少的白

瓷器在广州的发现，更有可能是这些来自北方的产品在扬州装载南下停靠广州时遗留下来的。

如在晚唐时期，广州发现少量白瓷的同时，在其东北部、台湾海峡西侧的厦门也同时出土了数

量很少的白瓷产品〔7〕，勾画出了白瓷向南、向西输出过程中在中国范围内的运输线索。

（四）贸易白瓷的中转与终端

综合考察东南亚地区和印度洋沿岸的白瓷出土情况，有少量包括白瓷在内的中国陶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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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停靠过程中通过小额贸易中转流入停靠港〔1〕。但总体来看，除数量众多的作为贸易中转

和商船停靠的港口外，可以真正确定作为白瓷终极消费市场的地点很少。

东南亚地区，林士民曾对越窑瓷器的外销情况进行考察，认为在九至十世纪除了菲律宾的

蒲端和爪哇岛中部的一些不在远洋贸易航线上的地点，该地区几乎所有出土越窑瓷器的地点

均为商船过境的中转港〔2〕。输入东南亚地区的白瓷也存在同样的现象。不过，蒲端出现中国

瓷器的时间基本都在北宋以后〔3〕。而爪哇岛上一部分位于中部内陆地区的遗址所发现的包

括白瓷在内的中国瓷器，则表明这些地区是消费地而并非中转地，其中就包括在九世纪非常兴

盛的普兰巴南神庙，该神庙遗址曾发现有晚唐时期的巩义窑白瓷。

位于爪哇岛中部的室利佛逝之巨港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中转中心，同时是联结中国

南海及东南亚和印度洋两个贸易圈的交汇点〔4〕。巨港发现有唐五代白瓷，但由于考古发掘信

息较少，无法确知这一盛极一时的中转港口的白瓷消费情况。沉船出水陶瓷产品所反映的可能

并非这些产品的生产规模和输出规模，而更直接地反映了启运港口的仓储能力和吞吐量。前述

黑石号沉船，有学者认为船载大部分货物是从扬州装船起航，停靠广州，长沙窑等碗类装入广

东产青瓷罐再启航前往波斯湾地区的尸拉夫〔5〕，或者是停靠广州后前往室利佛逝〔6〕。这一

装载方法不符合装载大量货物的船体的运输方式〔7〕。秦大树的观点更为合理，即黑石号是从

当时东南亚的贸易中转中心室利佛逝之巨港起航前往波斯湾地区的途中沉没，这些产品是从

中国的扬州、广州等港口运往巨港中转，再一次性装载运往波斯湾地区〔8〕。起航于巨港前往

波斯湾的黑石号沉船和同样沉没于爪哇海域的晚至十世纪后半的井里汶（Cirebon）沉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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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坦（Intan）沉船〔1〕，皆出水了数量众多的包括中国陶瓷在内的来自各地的货物，反映了室利

佛逝在整个贸易体系中对于沟通东、西方的贸易交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同时，室利佛逝贸易

的繁荣也带动了整个爪哇东部地区沿海港口和岛屿的交换关系，对这一地区的开发有积极影

响，并促成该区域在十一世纪以后参与到更为繁荣的海上贸易中来〔2〕。

瑞苏查特（AmaraSrisuchat）在观察泰国九至十世纪出土中国陶瓷器时，也注意到所有中

国陶瓷器基本都发现于港口城市，位于中南半岛的泰国在此时只是作为中国瓷器的一个中转

地〔3〕。除了上述林门波和郭各考两个较为典型的马来半岛遗址，泰国其他遗址少有这一时期

中国瓷器发现〔4〕。马来半岛东、西两侧的林门波和郭各考遗址出土包括白瓷在内的中国陶瓷

和伊斯兰商品可能意味着在跨越马六甲海峡时存在海路之外陆上中转的情况。两个港口遗址

出土遗物具有高度相似性，同时，考古调查表明这一区域除这两处遗址之外基本没有再发现汇

集中国陶瓷、西亚陶器、玻璃器等遗物的遗址，发掘者据此推断两处遗址之间存在陆路运输。位

于西侧的郭各考遗址出土的西亚玻璃器和陶器相对较多，而林门波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

较多〔5〕。这一发现似可证明两个港口间存在陆路交通：马来半岛西部，来自西亚中东等地的

商船在郭各考遗址停靠，货物筛选后陆路运往林门波，再向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地区运输；马来

半岛东部，来自中国的商船在林门波遗址停靠，瓷器经过拣选后，经陆路运往郭各考，再装船启

运至印度洋沿岸地区，最后到达波斯湾等地。

南亚地区，整个印度东海岸这一时期仅在紧邻斯里兰卡曼泰遗址的贝里耶伯蒂讷姆遗址

发现一片疑似九至十世纪的白瓷玉璧足碗残片〔6〕，其他中国陶瓷器时代均晚到十三世纪以

后。斯里兰卡曼泰遗址、印度西南部、波斯口岸苏哈尔遗址等地唐五代白瓷的发现，都是跨印度

洋贸易链条上遗留的线索和痕迹，直指最终的目的地，当时波斯湾地区最大的贸易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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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拉夫港。陶瓷产品再经这些港口中转流入都城等较大消费市场，如斯里兰卡曼泰港口繁荣时

期的都城阿努拉德普勒发现的少量包括白瓷在内的中国陶瓷，即表明远距离贸易中间环节的

小规模贸易的存在。陈万里〔1〕、冯先铭〔2〕还曾提及，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七至十一世纪商业

中心城市布拉米纳巴在 1020年大地震以前的遗物中发现包括唐代越窑青瓷、“邢窑系”白瓷以

及北宋青瓷在内的中国瓷器。这一远离海岸的内陆遗址发现白瓷，或可理解为经沿海港口输入

内陆的消费品，也有经由该繁荣商业城市再向内陆中转的可能。

斯坦因（AurelStein）对尸拉夫进行考古调查，未发现伊斯兰以前（pre-Muhammandan）的

文化遗存，也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尸拉夫是适宜发展成海上贸易中心的证据〔3〕。根据对植被、

土壤等的研究，可知尸拉夫的农业和灌溉相对优于其邻近地区，但其产出却远不足以维持城市

的运转，有许多粮食是通过陆路从伊朗高原进口的〔4〕。尸拉夫的兴起与印度洋贸易的繁荣密

切相关。十世纪波斯地理学家伊什塔克尔（AlEstakhri）对尸拉夫有详尽记载，在其记述中提

及，尸拉夫当时的城市规模和重要性已经可以和舍拉子相比，但这里并不是适宜农业发展的地

方，建造豪华房子所需的木材来自东非桑吉岛，城市所需的灌溉、饮用水，日常食用的水果也都

是从较远的地方专门运来的，但这里却可以见到从全国以及包括印度在内的海外进口的各种

奇货，城市里也有自己的纺织手工业，且有着非常发达的珍珠贸易；稍晚的另一位阿拉伯地理

学家哈卡勒（Muh
·
ammadAbū’l-QāsimIbnH

·
awqal）进一步指出，尸拉夫的居民几乎将所有

的时间都花在商业和贸易上〔5〕。货物到达尸拉夫后，从这里出口至东非和红海地区，重新装

小船前往巴士拉、巴格达以及在九世纪时的新都萨马拉，或者经内陆运往法拉什班德、舍拉子

和伊朗高原的其他城市。同时，尸拉夫的商人利用远洋贸易获取的利润去换取当地较为缺少的

食物甚至饮用水，来维持一个城市的运转〔6〕。从尸拉夫和东非地区的考古发掘来看，许多廉

价、庞大的资源，例如木材，都是从东非运往波斯湾〔7〕。尸拉夫作为直接与东南亚、南亚进行

贸易的港口城市，发现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陶瓷器。九至十世纪，许多销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

陶瓷器是从尸拉夫输入的。苏莱曼（Sulaiman）记载当时大量从伊拉克出发前往印度和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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